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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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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是国内特殊经济区发展经验在空间上的延展。基于东道国独特的发展条件，需要

将国内园区的建设经验进行调整，再运用到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以适应东道国本地化发展。构建政策移动的理论

框架，采用案例分析和比较研究法，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与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为例，将国内园区与境外

经贸合作区的相关政策进行对比分析，验证政策在不同国家“土壤环境”中的适应性。研究发现：① 根据政策施行的

影响因素和不同作用，政策移动可以分为政策移植、政策调试和政策创新；② 规划建设经验、运营管理经验、环保

政策、人才政策等可直接进行政策移植；发展模式和文化政策要进行政策调试；法规政策、晋升政策和优惠政策需

要进行政策创新；③ 园区的共性体现在国内园区成熟经验的借鉴、人才的培育与储备、园区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基

础设施和配套设施的完善；④ 园区的个性体现在文化的求同尊异、园区品牌的打造、晋升制度的创新和协调机制的

建立等。创新性地运用政策移动性理论将国内和国外园区进行关联研究，揭示了境外经贸合作区的移植、调试和创

新国内园区政策的过程，深化了政策移动理论的内涵，丰富了境外经贸合作区的理论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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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正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的

不稳定性显著增加，海外投资的地缘环境也日渐复

杂。为了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创造投资机遇，营造

出口贸易新形势，境外经贸合作区成为中国对外直

接投资的新方式和新载体，不仅能加强国际产能合

作，拓展海外市场，而且能降低生产成本，减少企业

跨国投资风险。从 2006 年国家政策的引导扶持，特

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境外经贸合作区作

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平台，其重要性日益凸显，

对全球产业链的重塑与国际贸易网络的重构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截至 2021 年末，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境

外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超过 507 亿美元，上缴东道

国税费超过 66 亿美元，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近

39.2 万个[1]。虽然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已取

得了一些成绩，但仍处于探索阶段。中国与东道国

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存在差异，合作区

在运营期间，出现了“水土不服”现象，亟待成熟的

理论与经验为其提供指导性建议[2,3]。中国经济改革

中成功的“特区”发展经验可为境外经贸合作区的

海外运营提供借鉴和参考，使其本土化，实现高质

量、可持续发展[4~6]。为此，政策移动研究成为学者

们关注的重要议题。

政策移动描述了政策从一个特定的地理环境

移动到另一个地理空间的过程，属于政策科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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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主义、理性选择主义为基础[7]，在政治研究和公

共政策分析中普遍使用，其涵盖的主题十分广泛，

包括城市规划、城市交通、公共卫生与教育、环境可

持续性、环境变化、创意和文化产业的政策[8~10]。政

策移动研究的重点之一便是在一个特定地方发展的

政策计划与想法等如何在其他地方被借鉴[11,12]，这

与地理学密切相关。地理作为政策移动性的背景是

政策移动研究的关键[10]，因此有学者从地理学的视

角探究了政策移动理论[13,14]。早期的政策移动性研

究大多集中在城市，而目前该理论已经突破区域与

城市的地理空间，被广泛应用于开发区、商业区、产

业区等政策集中的经济空间[15]。境外经贸合作区是

国家为谋求发展与其他国家共同规划出的经济空间，

为此部分学者对合作区的政策移动进行了相关研究。

Miao 以中新苏州工业园为例，通过建立跨国政策移

动的框架，对政策移动的过程与结果进行分析与讨

论[16]。宋涛以嵌入性视角对中国位于东南亚的 7 个

海外工业园的政策移动进行检验，并对中国境外经

贸合作区的发展提出政策建议，之后又以泰中罗勇

工业园为例，探讨了合作伙伴关系视角下合作区的

政策移动，发现关键角色的合作伙伴关系对政策移

动有着重要的影响[17,18]。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已对合作区的政策移动

开展了部分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然而

现有研究仍存在以下几点不足：在研究内容上，已

有研究侧重对某一具体合作区的政策移动检验并探讨

政策移动的过程，而鲜少关注政策移动中政策的

适应性；在研究视角上，多数研究将中国视为政策

的接收者和学习者，而把中国作为政策提供者的研

究较少；在研究方法上，现有研究局限于单个园区

政策移动性的探讨，而鲜有运用对比分析方法将

国内园区与境外合作区的政策进行比较分析。

为解决上述研究的不足，本文运用政策移动理

论来关联国内园区与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将国内

园区视为政策提供者，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视为政

策学习者，通过对比国内园区与境外经贸合作区的

相关政策，探讨合作区建设中政策的移动过程，以

此说明政策在不同国家“土壤环境”中的适应性。文

章首先构建政策移动的理论框架，然后通过案例分

析和比较研究法对比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Tianjin
Economic-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rea，缩写

TEDA，简称“天津泰达”）与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

合作区（ China-Egypt  TEDA  Suez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Zone，简称“泰达合作区”) 的政

策，探究将国内园区的政策移动到境外经贸合作区

的过程中，政策如何改变以适应东道国特殊的政治、

经济、社会和文化，最后是结论与讨论。本文运用

政策移动性理论，将国内和国外园区进行关联研究，

揭示了境外经贸合作区的移植、调试和创新国内园

区政策的过程，深化了政策移动理论的内涵，丰富

了境外经贸合作区的理论研究成果。

 1    政策移动性的理论框架

 1.1    政策转移与政策移动

全球化背景下区域间信息的可达性快速提高，

决策者为解决全球性的城市、环境和发展等问题，

往往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治理政策或策略，从而促

使政策在全球范围内的移动。政策是在特定的社

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下制定出来的，有其特

定的培育“土壤”，然而各国的软硬环境各不相同，

这些特定的条件并不能完全复制或重现，因而无法

提供一个普遍适用的政策模板。任何组织、国家和

地区的政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借鉴的同时，需

要根据不同的“土壤环境”作出适当的调整，“政策

移动”的研究应运而生[19]。政策移动（policy mobil-
ity）来源于政策转移（policy transfer）。政策转移是

政治地理学跨国政策研究的经典理论，表现形式包

括政策的流行、融合、扩散、模仿与学习，是一个较

为宽泛的概念，因此存在概念使用边界模糊、分析

视角停留在国家层面等局限性[20]。政策移动从多个

尺度对政策进行研究，强调社会空间、政治空间与

治理空间的网络交叉，同时关注参与政策移动的决

策者以及政策被采纳、调整和创新的途径[21]（表 1），
为此，本文运用政策移动理论来构建理论框架。政

策移动是国际政治地理学中处理全球政策与本地

政策之间联系的经典理论，适用于境外经贸合作区

的政策研究。因为境外经贸合作区作为一种特殊

的经济区域，涉及到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政策移动，

而母国与东道国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治理结构，以及

制度与文化的差异[22]，政策在移动时也存在制约因

素，例如路径依赖、体制和结构障碍、国家意识形

态的不兼容，以及东道国技术落后、经济和政治资

源不足等问题[23]。

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是由中国与东道国的政

府和企业共同推动、合作建设，通过营造良好的经

商环境，以此拓展中国市场，辐射东道国周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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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两国经济共同发展，实现互利共赢。目前中国

国内的各类特殊经济区正如火如荼的发展，然而境

外经贸合作区总体上处于初期的探索阶段，面临着

各种难题与挑战。为促进境外经贸合作区可持续高

质量发展，可将国内园区建设的成功经验移动到境

外经贸合作区中。然而每个国家都是一个独立的政

治实体，有不同的地理区位、政治体制、文化背景和

经济发展阶段，因此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背景

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中国的园区建设是基于

稳定的政治法律环境与较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政

府提供配套政策[5]。然而，境外经贸合作区主要建立

在发展中国家，政治、法律、经济等存在复杂性与不

确定性，因此合作区发展需要双方政府的合作与支

持[24]。政策移动过程中，两国政府尤其是东道国政

府对于政策移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龙头

企业、地方政府、公众和非政府组织也在政策的协

调适应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18]。Miao 将政策划分

软政策和硬政策，并明确各类政策的使用。通常把

与发展模式、规范与文化等相关的政策称为软政策，

而与发展规划和特定法规等相关的政策称之为硬政

策[16]。政策移动强调政策、方案、价值、意识形态等

要素在跨城市或地区移动中要进行整合、调整和创

新[14]。因此，本文围绕软硬政策，选择对合作区发展

息息相关，较为重要的人才政策、环保政策、文化政

策、法律政策、优惠政策以及发展模式与规划等政

策，识别这些政策从母国脱嵌，移动到境外经贸合

作区重新嵌入时，哪些政策可以直接移植，哪些政

策需要做出调试，哪些政策需要创新（图 1）。
 1.2    政策移植、调试和创新

政策移动的过程包括政策移植、政策调试和政

策创新。政策移植是指将某一政策从一个园区直接

移植到另一个园区。合作区建设的过程中，国内园

区政策背后的理念、实践经验等，适应性较强，对

“土壤”的要求不高，反过来不同的“土壤”对这些政

策兼容性也较强，因此可以直接移植到境外经贸合

作区中，有助于合作区少走弯路，促进合作区健康

发展。

政策调试是指为适应新“土壤”，在政策移植的

基础上对政策进行调整，以适应东道国的特殊环境。

政策的移动是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在空间上的交叉，

受到区域本身的属性、区域上的组织以及区域之间

关系等因素的影响[22]。因此一些政策受到地区与国

别影响较大，在移动过程中要考虑到政策产生的

“土壤”与政策即将生存“土壤”间的关系与差异并

 
表 1    政策转移与政策移动对比

Table 1    Comparison of policy transfer and policy mobility
 

类别 政策转移 (policy transfer) 政策移动 (policy mobility)

政策选择
以政策制定者为主，根据以往实践对最佳

政策进行复制，过去的政策会被取代

与政策提供者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建立联系后，运用社会学、

人文学或制度分析框架等进行决策

研究尺度 国家层级 强调地方层级与微观参与者

方法论基础 实证主义方法论 后实证主义方法论

研究内容
政策的学习、趋同、扩散、效仿、经验吸

取等

具有流动性的政策知识如何用于解决不同空间层面、网络、政策

环境和制度背景下的政策问题

相关学科 政策科学 政策科学、地理学、社会学、人文学等多学科交叉

政策中的隐喻
转移、交易，从政策制定的所在地A到B，再
到E，是政策在空间上优胜劣汰的反映

流动、变异，从政策制定的所在地A到E，是权力领域上对社会和

制度的重构

政策制定者 政策学习者 政策认知者、实践者、参与者

政策的空间转移 模仿与复制 复杂的非线性移动过程，政策发生了改变
[11,12,20]

 

图 1    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中的政策移动

Fig.1    Policy mobili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overseas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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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适当调试。

政策创新是指移植过来的政策仅进行调试仍

不能适应新“土壤”，因此政策的具体内容与理念内

涵需要创新。由于合作区的建设在海外，与国内的

园区本身就存在开发建设环境、管理运营背景的差

异。因此，需要根据东道国具体的政治、经济、社会

和文化，对部分政策进行创新。

 1.3    政策移动的过程

在进行政策移动之前，需要筛选发展较为成熟，

且具有相似发展背景的园区政策进行移植。国内园

区经过 40 多年的发展，在开发、建设、运营、管理

等方面经验丰富，一些优秀政策可以应用到中国境

外经贸合作区。政策移动过程首先是将政策从母国

脱嵌，同时判断政策的“土壤适应性”，将部分政策

移植到东道国。例如人才政策、环保政策、管理政

策等对合作区的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且不受地域

限制，这类政策及政策背后的理念可以尝试直接移

植到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

然而每个合作区都具自身发展的特点，一些从

母国直接移植过来的政策在重新嵌入到东道国的过

程中，在宏观层面上要考虑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社

会和文化，中观层面要考虑合作区的地理区位、资

源禀赋，微观层面要考虑合作区内部企业的发展与

员工的诉求，从多层面对政策进行调试。例如发展

模式的移动应先了解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依据

合作区的地理区位与基础设施条件做出相应调整，

以确定好合作区发展路径。文化政策往往包含企业

的管理理念、思想与传统文化，而这并不是政策移

动带来的结果，而是包含在政策的制定中[25]，在政

策移动的同时就已经存在。因此在企业文化政策移

动的过程中，要结合东道国的文化背景，在尊重当

地文化的基础上，考虑当地企业与居民以及非政府

组织等的诉求，确保不会出现类似纪录片《美国工

厂》的排斥行为。

最后，一些政策对合作区兼容性较低，即使通

过政策调试后仍然不能很好地适应东道国整体环境，

因此要进行更深层次的政策创新。例如合作区的法

律地位不明确，法律相关的政策制定，要视不同东

道国的发展阶段与法律法规进行创新，要在遵守东

道国法律的基础上，保障企业的权益。每个国家优

惠政策都不同，需要根据东道国具体的发展条件来

制定。晋升政策需要根据合作区的发展阶段进行创

新，由于合作区发展初期是由母国派出管理人员进

行引领，在发展中后期应与当地人建立良好的沟通机

制，对当地管理人员进行培养，以此作为沟通媒介。

 2    案例分析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基础

设施虽较为落后，但恰逢全球产业分工，为承接国

际产业转移，促进经济发展，中国政府提出改革开

放政策。沿海地区的城市开发成为加快改革开放，

推动现代化进程，实现经济发展的重要一步。天津

位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建立了中国首批国家级开

发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泰达）。自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天津泰达已从一片盐碱荒滩发

展成为中国经济规模大、外向型程度高、综合投资

环境优良的国家级开发区之一，成为中国开发区的

先行者。

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泰达合作区）是

商务部认定的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由天津泰达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承建。该园区与天津泰达具有相

似的区位优势，与埃及的“苏伊士运河走廊”发展计

划不谋而合。与天津泰达在盐碱荒滩上建成一座现

代化工业新城一样，在埃及苏伊士运河畔的荒滩上，

泰达合作区依托天津泰达的开发经验建成一座现代

化综合型的产业园区。然而，中国的经济技术开发

区是在特定背景下，由一系列无法复制的有利因素

共同促成[26]，政策的使用并不能简单地进行直接移

植。因此本文以天津泰达和泰达合作区为例来探讨

政策移动 (表 2)。
 2.1    政策移植

泰达合作区是由天津泰达集团开发建设，合作

区的管理人员也由天津泰达委派，因此天津泰达成

熟的建设和产业规划、运营管理等经验与理念可以

直接移植到泰达合作区。在建设规划方面，泰达合

作区移植了天津泰达营造“仿真国际投资环境”的

理念，采取“滚动开发”模式，以高起步、高水平、高

品质的“三高”标准把控合作区具体的开发建设，实

现从起步区到扩展区的递推发展。在产业规划方面，

移植天津泰达“横向成群、纵向成链”的产业发展理

念，不断提升合作区品质，完善配套服务，打造综合

型的产业结构。在运营管理方面，泰达合作区同样

提供企业从签证办理、项目的考察申请与审批到最

后项目签约的“一站式”服务，来提高办事效率。

在具体政策设计中，泰达合作区在建设过程中

移植了天津泰达的相关政策，为合作区设计了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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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人才政策、文化政策、发展模式、法规政策等，

其中环保政策与人才政策可以直接移植。在环保政

策上，天津泰达认识到环保的重要性，在建立初期

就将绿色环保作为合作区发展的理念，设立“泰达

绿色发展资金”，树立“生态是最公平的福利、环境

是最基本的民生”的生态文明理念，探索以“政府引

导、企业主体、公众参与、媒体推广”的泰达环保机

制。2018 年天津泰达被授予“年度绿色发展最佳实

践园区”的称号，成为国家级经开区绿色发展的典

范。在埃及，泰达合作区也始终坚持“规划先行”，

建设绿色生态的产业合作区。在空间规划上，设计

东西、南北 2 条景观道路作为主轴贯穿整个泰达合

作区；在合作区建设上，注重使用节能环保材料，主

干路安装“风能+太阳能”路灯；在招商引资上，坚持

将防治污染作为企业入园的标准之一，避免埃及走

“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在人才政策上，天津泰

达成立初期就广募贤才，为海外留学归国人才、高

校人才、创业人才等提供人才市场，并出台一系列

鼓励高素质人才入园的政策与办法。在人才培养方

面，设立“泰达学堂”专门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并能带

领泰达合作区走向国际化的复合型专业人才。在人

才储备方面，与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埃及中国大

学等高等院校建立合作关系，建立应聘人才的信息数

据库，满足入园企业对管理型、技术型等人才的需

求。95% 泰达合作区的员工是埃及当地居民，为此中

国在合作区内援建埃及职业技术培训中心，以此提

升劳动力职业技能，并为经济多元化发展提供支持。

 2.2    政策调试

中埃存在诸多理念、习俗、信仰等文化差异，文

化政策的移动往往包含企业理念乃至国家传统文化。

因此，文化政策重新嵌入到泰达合作区的过程当中，

首先要了解埃及文化，考虑埃及员工对非本土文化

的接受性，再做出适当的政策调试。每个企业都有

自己的企业理念与企业文化，天津泰达以国学为基

础，建立初期确立“开放、开拓、励精图大业；求新、

求实，众志建新城”的泰达精神，后又提出“为投资

者提供方便，让投资者赢得利润”等口号，塑造了泰

达的服务文化[27]。然而，这种理念产生于特定的文

化与发展背景，不能直接移植。不同的文化背景塑

造不同的民族性格，泰达合作区在发展过程中尊重

埃及当地的文化习俗与宗教信仰，做到“求同尊异”。

埃及人信奉伊斯兰教，在文化政策调试中需要寻找

国学与古兰经中契合点，从而形成“团队、激情、奉

献、坚韧、包容、创新”的企业精神，以及“助人者，

人恒助之”的企业核心文化。在充分考虑埃及员工

的文化背景与生活环境的情况下，泰达在合作区内

部设立了祷告室，修建清真寺，重大节日中埃两国

员工共同举行庆祝活动，提拔认同感较高的员工担

任管理层[28]。

在发展模式上，天津泰达在空间发展上注重产

城融合，通过政府与市场共同促进的方式实现区域

联动发展，提出可持续、智能化、产业集群的发展方

向，为开发区创造优质的营商环境。泰达合作区延

续了天津泰达“产城融合”的发展模式。但与天津泰

达不同，泰达合作区距离苏伊士城 40 km，需要在

合作区内部进行配套设施的建设，逐步实现产城融

合。首先，通过与各类平台合作，完善生产生活等配

套设施吸引企业入驻，为合作区带来产业人口；其

次，引入相关物流与贸易，形成固定的住宅人口后，

与埃及政府协商提供班车站、加油站、警局、医疗中

心等合作区外围的公共设施；再次，以一期合作区

为基础推动产城融合，以产业与金融为动力实现合

作区资源整合；最后以文化交流促进民心相通，致

力于将泰达合作区建成为一个集生产、生活、生态

与生命活力于一体（四生一体）的国际现代化综合型

园区。

 
表 2    政策移植、政策调试和政策创新的对比

Table 2    Comparison of policy transplantation, policy adjustment and policy innovation
 

政策移植 政策调试 政策创新

政策名称 规划建设和运营管理经验、环保

政策、人才政策

文化政策、发展模式 法律政策、晋升政策、优惠政策

政策特征 对东道国环境的要求不高，政策

兼容性较强

文化政策包含企业理念和国家传

统文化；发展模式制定要考虑合

作区地理位置和区域发展现状

法律政策要以东道国的法律法规为基础进

行创新；晋升政策考虑合作区的特殊性；具

体优惠政策存在国别差异

政策移动举措 直接移植政策背后的理念 根据东道国文化背景与发展空间

规划进行相应调整

依据东道国的法律法规进行创新；运用晋

升机制激励员工；优惠政策视东道国具体

发展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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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政策创新

天津泰达是中国首批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具有

先行与示范效应，在很多方面都进行了创新与改革

的大胆尝试。在法律方面，天津泰达为保证开发区

的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在建立伊始就颁布了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条例》《天津开发区企业

登记管理条例》《天津开发区劳动管理规定》和《天津

开发区土地管理规定》 4 项法规（ https://www.
fadada.com/notice/detail-6339.html；https://www.fad
ada.com/notice/detail-6339.html； https://code.fabao3
65.com/law_434549.html； http://ezone.mofcom.gov.
cn/article/al/201211/20121108433326.shtml），以法

律的形式明确天津泰达土地管理、企业登记管理、

劳动管理等领域的管理办法，为开发区的开发与内

部企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护。埃及政府为促

进经济发展、吸引外资、提高就业、改善民生，于

2002 年发布 83 号特区法作为泰达合作区的法律基

础，对合作区的开发、建立、招商及运营都起到“保

驾护航”作用。然而入园企业仍面临埃及法律的变

更与风险，因此合作区为入区企业提供法律咨询服

务，并建立形成多级磋商机制，为合作区解决了各

种政策法规问题，保障了合作区与企业的权益。

在职业晋升方面，天津泰达所有的薪级、职级

都在一个薪酬体系框架下，工作晋升采用竞聘方式。

泰达合作区也具有统一的薪酬体系，但在晋升方面

进行了创新。泰达合作区在建设初期是由中国委派

的中方人员进行合作区的管理，随后对埃及本地的

管理人员进行培养，并以埃方管理人员作为媒介，

与埃及员工进行沟通交流。为此，合作区创新“传帮

带”的晋升政策。这样的晋升机制不仅能激励埃及

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而且能提高沟通协调的效率。

在优惠政策方面，天津泰达主要享受税收返还政策，

中央财政返还泰达新增的税收，用于园区的建设和

发展，并且对外商生产型企业的所得税实行优惠。

泰达合作区主要享受产品出口不受限和免税、材料

与设备免进口税、投资税收优惠等政策。埃及与世

界主要经济体签订双边或多边贸易协议，产品出口

不受数量与季节配额限制，可免税自由进入美国、

欧盟、非洲等世界级市场。园区内企业免材料与设

备等进口税费，与生产或服务相关活动所用船舶免

征相关税费，实行投资税收优惠政策。

 2.4    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的政策转移过程

天津泰达与泰达合作区虽然建设时间不同，但

是皆由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开发建设，2 个

园区的类型、优势与建设的背景环境具有相似性，

因此可将天津泰达在开发、建设、管理、运营等方面

的成熟经验与优秀政策移动到泰达合作区。在泰达

合作区建设初期，政策框架从中国脱嵌后，需要对

政策的适应性进行判断，而后才能重嵌到埃及“土

壤环境”中，先期是建设管理经验、人才、环保等政

策的移动。在泰达合作区发展中期，文化政策与发

展模式在嵌入泰达合作区时，仅进行政策移植已不

能适应埃及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因此在

政策重嵌过程中，要尊重埃及文化、了解当地经济

水平并考虑利益相关方的多样诉求，在此基础上对

政策进行调试。在泰达合作区发展后期，一些兼容

性较低的政策在经过政策移植与政策调试后，仍不

能重新嵌入泰达合作区的整体环境，需要进行更深

层次的政策创新。在移植过来的政策框架下对法律

政策、晋升政策等具体内容与内涵进行推陈出新，

依据埃及当地法律法规与当地员工的工作习性进行

政策创新，以适应埃及的合作区发展环境。

 3    政策移动下园区的共性与个性

 3.1    政策移植下的园区共性特征

对比天津泰达与泰达合作区，发现 2 个园区存

在一些共性。埃及是一个以自然资源与服务业为主

要收入来源的国家，基础设施落后、现代化水平较

低、农村人口比重较大。在这样的大环境中，能建

成现代化、国际化的综合型产业园区—中埃·泰达

苏伊士经贸合作区，除了 2 国政府、园区和企业多

层次的推进外，还可以从政策移动视角提炼 2 个园

区的共性特征。

1）共享泰达集团成熟经验。2 个园区在规划建

设、运营管理方面都运用先进的理念、成熟的开发

模式、“一站式”的服务等，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为

园区提供较好的发展基础。

2）注重人才的引进与培育。2 个园区都意识到

了人才对合作区发展的重要性。合作区各层级的管

理、决策的制定乃至后续国际化发展都离不开高素

质人才，为此在合作区发展初期就广揽贤才，无论

是人才的外部引进与内部培养还是进行人才储备，

都体现了合作区发展过程中对人才的迫切需求，因

此人才政策可直接移植。

3）重视合作区生态环境的保护。天津泰达为促

进节能降耗和保护环境实施环保补贴，还借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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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技术平台对企业生产、排污、空气等进行实时监

测，成为国家级绿色开发区的引领力量。泰达合作

区也提倡建立绿色生态的产业园区，坚持将环保作

为入园标准。可见合作区在追逐利益的同时也必须

寻求人与自然的平衡发展，环保理念可直接移植。

4）完善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2 个园区都意识

到基础设施的完善不仅可以吸引企业入驻，同时改

善员工的生活条件，促进合作区高质量发展，也为

园区未来在空间及行业领域上的拓宽，以及实现整

体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因此，2 个园区的基础设施

与生产生活配套设施都较为完善。

 3.2    政策调试与政策创新下的园区个性特征

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发展要依托东道国特定的

要素禀赋、经济发展基础、交通条件、国民文化程度

等，因此合作区发展不可能是“一个模子”，而是呈

现多样化态势。即使以天津泰达为发展模板，并非

所有政策都照抄照搬，而是根据东道国本地环境进

行政策调试或政策创新，从而使合作区有其独特、

个性的地方。

文化政策与发展模式的移动要依照东道国实

际情况做出相应调整，在不同国家建立境外经贸合

作区都应充分了解、学习和尊重当地的特色文化，

结合当地的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融合国家比

较优势确定合作区定位，制定“泰达海外模式”，倡

导合作区的个性发展。合作区的个性主要源于政策

的创新。与在中国建立特区不同，境外经贸合作区

法律主体不明确，因此在政策移动过程中，法规政

策需要进一步优化，设立完善涉外投资法律风险防

范体系。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主要集中在“一带一

路”沿线，多为发展中国家，法律法规差异巨大，给

合作区及入园企业带来一定风险。与国内园区不同，

入驻境外经贸合作区的企业大多是为了享受东道国

优惠政策而“抱团出海”，需要在遵守东道国国家的

法律法规前提下给予这些企业经济安全上的保障。

因此，应由政府相关部门联合形成多级磋商机制，

从风险的识别、防范、规避再到补偿形成一套完整

体系，确保企业享受优惠政策，降低海外经济风险。

境外合作区与国内园区最大的区别就是境外合作区

扎根国外，要根据东道国的不同背景环境，在原有

框架下对政策进行创新，例如晋升政策。政策的调

试与创新都体现了每个合作区区别于其他园区的地

方，有利于园区高安全、高质量发展。这些个性的

产生也体现园区在探寻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构建了政策移动的理论框架，采用案例分

析和比较研究方法，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中埃·
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为例，将国内园区与境外经

贸合作区的相关政策进行对比分析，验证政策在不

同国家的适应性，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1）政策施行的影响因素及对合作区的作用决

定了政策在移动的过程中应采取哪种方式，是直接

移植、部分调试还是完全创新。

2）规划建设经验、运营管理经验、环保政策、人

才政策不受地域限制，可以进行政策移植。发展模

式和文化政策受国家经济环境、产业环境与文化环境

影响，需要进行政策调试。法律政策、晋升政策和优

惠政策需要根据东道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政策创新。

3）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在建设运营过

程中充分借鉴天津泰达建设经验，采用政策移动的

方式，使 2 个独具个性的园区在发展中也存在共性特征。

未来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进行政策移动时应

注意以下事项：①确保国内园区和境外合作区在

“土壤环境”与建设背景等要素上具有相似性，这是

政策移动的前提；②根据政策实施的影响因素与不

同作用来确定政策移动的方式，以确保政策的适应

性；③在政策移动过程中，要充分了解东道国的资

源禀赋、经济发展、文化法律等情况，尊重当地文化，

秉承“多方共赢”的理念，承担社会责任，确保合作

区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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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overseas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zones are the spatial diffusion of the development ex-
perience of China’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Based on the unique conditions of host country, the construction experi-
ence of domestic parks should be adjusted and applied to China’s overseas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zones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localized development. By use of case study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this paper proposes a the-
oretical  framework  of  policy  mobility,  and  takes  Tianjin  Economic-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rea  (TEDA)  and
China-Egypt TEDA Suez Economic & Trade Cooperation Zone (TEDA Suez) as examples to compare the relevant
policies of domestic industrial zone and overseas economic & trade cooperation zone, thus verifies the applicability of
policy in different “soil environment”.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1) According to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olicy im-
plementation and different functions of policy,  policy mobility can be divided into policy transplantation,  policy ad-
justment and policy innovation. 2)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experience, operation management experience, environ-
mental protection policy, talent training policy can be used directly as policy transplantation; the development model
and cultural policy belong to policy adjustments; legal policy, promotion policy and preferential policy should be com-
pletely changed as policy innovation. 3) The common features of two parks are reflected in the use of mature experi-
ence in domestic parks, the cultivation and reserve of talents, the protection of the park’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improvement of infrastructure and supporting facilities. 4) The individuality of parks is embodied in seeking for the
similarities on the basis of respecting cultural differences, the building of park brand, the innovation of promotion sys-
tem, the establishment of coordination mechanism. This paper applies the theory of policy mobility to studying the re-
lationship between  domestic  and  overseas  parks,  and  exploring  the  process  of  policy  transplantation,  policy  adjust-
ment and policy innovation, which deepens the connotation of policy mobility theory and enriches the theoretical re-
search of overseas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zone.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verseas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zone; policy  mobility;
Tianjin Economic-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rea; China-Egypt TEDA Suez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
tion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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